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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　明末清初 , 浮艳词风颇为流行 , 到康熙年间经过词人的反拨 , 清代词

坛出现中兴鼎盛的局面 , 康熙时期的选词风气就形成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。 在编辑

词选的过程中 , 因受康熙文化政策的影响 , 人们采取了不同的选词标准 , 前期重视

主观性情的抒发 , 中后期则标榜醇厚雅正 , 要求符合封建伦理规范。然而 , 不管采

取何种选词标准 , 人们都能坚持以艺术质量来取舍词的原则 , 反对以习好选词、 以

交情选词、 以刻资选词乃至以选词取悦贵人的不良习气。

据龙沐勋先生分析 , 词之选本初期目的在便歌 , 或在传人 , 到清代人们编辑词选则是为了标宗立义 , 推

衍自己的词学主张①。而选词宗旨的变化即始于康熙年间 ,康熙时期的人们为转变明末以来词坛浮艳风气 ,通

过编辑词选引导人们的创作走向 , 同时也有意识地传播自己的词学思想。然而 ,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, 康熙

年间的这些词选 , 前期以今词选为主 , 中后期虽有少量今词选面世 , 但古词选却逐渐多了起来 , 这种前后期

选词重心不同的现象 , 所表征的选词标准及审美祈尚的异同 , 是我们此文所要探讨研究的内容。

一、 选词标准提出的背景

康熙时期人们选词标准的提出 , 是建立在对明末清初词坛现状批评与反思认识的基础上的。

康熙词坛是紧承顺治发展而来的 , 顺治时期词风明显受明末侧艳风气的影响 , 词人们填词多以 《花间

集》 和 《草堂诗余》 为习摹范本。当时活跃在词坛的是西泠派、 毗陵派与广陵派 , 陈撰 《樊榭山房集外词题

辞》 云: “近称西泠派 , 或踪迹 《花间》 , 或问津 《草堂》 , 星繁绮合 , 可谓极盛。” 毗陵与广陵词坛的作者如

王士祯、 邹祗谟、 董以宁 , 也是从 《花间集》 入手而有明人余风遗韵 , 谢章铤 《赌棋山庄词话》 卷八说王士

祯 “沿凤洲 (王世贞 )、 大樽 (陈子龙 ) 绪论 , 心摹手追 , 半在 《花间》。” 邹祗谟 《远志斋词衷》 谈到自己与

董以宁初学词即是摹仿 《花间集》 及 《花庵词选》、 《六十家词》 , 沈雄 《古今词话》 引黄周星话说邹、 董曾分

赋十六艳词 , 今存邹祗谟 《丽农词》 有 《惜分飞· 本意》 十六首 , 王士祯以 “缠绵欲绝 , 动魄惊心” 评之②。

步趋明人余绪 , 习摹 《花间》、 《草堂》 , 结果是浮艳之风渐以弥漫词坛。浙东词人方炳说: “词至今日 , 流

靡已极。 闺帷房闼之间 , 作者非冶容不言 , 选者非目佻不录。”③对治艳风气笼罩词坛的局面 , 陈维崧 、 朱彝

尊、 纳兰性德是深表不满的 , 希望通过选词来转变之。陈维崧在 《今词苑序》 中批评当时学为词者 “矜香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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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当家 , 以清真为本色” , 或 “神瞽审声 , 斥为郑卫” , 甚或 “爨弄俚词 , 闺礻詹冶习 , 音如湿鼓 , 色若死灰” ,

他与吴本嵩等忧于词坛不振之状而编选了 《今词苑》。纳兰性德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编选 《今词初集》 的意图 ,

但毛际可在 《今词初集》 跋语中提到: “近世词学之盛 , 颉颃古人 , 然其卑者 , 掇拾 《花间》、 《草堂》 数卷之

书。” 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不满于他们以 “骚坛自命” 的姿态 , 意在借编纂此选来铲除他们创作所表现出来的

浮艳之弊。 朱彝尊则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明代流行词籍—— 坊本 《草堂诗余》 , 认为古词选本 “皆轶不传 , 独

《草堂诗余》 所收最下、 最传 , 三百年来学者守为 《兔园册》 , 无惑乎词之不振也。”④他最为反感的是 《草堂

诗余》 不选姜夔词 , 而选取胡浩然 《满庭芳· 吉席》 和僧仲殊 《金菊对芙蓉· 桂花》 , 甚至以为 “词人之作 ,

自 《草堂诗余》 盛行 , 屏去 《激楚》、 《阳阿》 , 而巴人之唱齐进矣。”⑤因为古词选本难以寻觅 , 他迫切地感到

有重编历代词选的必要 , 这种责任感使他与汪森共同选辑完成了影响康乾词坛风气的词选—— 《词综》。

不管是朱彝尊编选古词选 , 还是陈维崧、 纳兰性德选辑今词选 , 他们的目的都显然是为了起衰救弊 , 即

针对明末清初词坛冶艳风气而来。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清晰地揭示出冶艳词风的根本性症结 , 倒是邓汉仪、 吴

绮、 史惟圆等的分析 , 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确切的答案。归结他们论述的要点 , 可以知道冶艳词风有以下两种

弊端: 第一 , 缺乏真情。受明人词学观念的影响 , 时人以词为香弱之体 , 专写俚俗鄙靡之调 , 没有出自本心

的真情。邓汉仪比较今古人创作的不同云: “感旧思离 , 追欢赠别 , 怀古忧时 , 昔人一一寓之于词 , 而今人顾

习山谷之空语 , 效屯田之靡音 , 满纸淫哇 , 总乖正始。”⑥史惟圆的分析更是击中时人创作的要害 , 说: “夫作

者非有 《国风》 美人、 《离骚》 香草之志 , 意以优柔则涵濡之 , 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。”⑦所谓 “入也不

微而出也不厚” , 是指人们的创作缺乏深厚的感情底蕴 , 写出来的作品不象 《风》、 《骚》 那样有寄托 , 而徒存

华丽浮靡的艳体形式。第二 , 模仿前人 , 失却个性。宋词有如唐诗 , 达到创作的顶峰 , 后来者难以逾越 , 便

转而学习模仿 , 这本是文学发展上的普遍现象 , 但明末以来的填词者只是一味模仿 , 不敢创新 , 踯躅于 《花

间》、 《草堂》 的狭窄视野里。周在浚便批评他们只能 “依人匍匐”、 “堆垛 ” , 毫无自己的个性可言⑧。吴

绮描述这种无个性的创作云: “本是清嬴之疾 ,回身谬作纤腰 ; 原无袅娜之容 ,曳足阳称巧步。宁知神如处子 ,

曾何藉于矜持 ; 婢学夫人 , 只益形其羞涩。 于是俳谐杂进 , 图画靡真。”⑨以东施效颦、 婢学夫人来比喻模仿

前人的现象 , 的确是切中时弊。而陈维崧、 朱彝尊、 纳兰性德对词坛冶艳风气的批评 , 当是对此二弊而发的 ,

他们的选词标准也应是在对这两种弊端反思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不过因各自词学观念的差异 ,及前后期

情势的不同 , 他们在具体选词标准上又有了各自的祈尚 , 即前期选词重视主体内在性情的抒发 , 中后期则要

求符合社会群体的外在伦理规范。

二、 前期选词重视性情的抒发

康熙前期选词重视主观性情抒发 , 是与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及康熙执政初期 “宽大平和” 的施政方针相

联系的。玄烨是康熙六年亲政的 , 但实际执政则在康熙八年逮捕鳌拜后。执政伊始 , 形势不容乐观 , “时海内

新定 , 明室遗臣 , 多有存者 , 居恒著书言论 , 常慨然有故国之思。”10况且当时去明未远 , 明代结社风气仍然

存在 , 杨凤苞 《书南山草堂集》云: “明社既屋 , 士之憔悴失职、 高蹈而能文者 , 相率结为诗社 , 以抒写其旧

国旧君之感。” 特别是四大臣辅政时期所制造的奏销案、 通海案及庄廷钅龙明史案 , 给江南士子造成了严重的

心灵创伤。为缓和曾经激化的民族矛盾 , 玄烨改变过去严厉打击的措施 , 推行了不少笼络汉族士子的怀柔政

策 , 如诏举山林隐逸 , 扩大科举取士名额 , 设立博学宏词科 , 重开明史馆 , 吸收汉族士子加入到他们的统治

阵营里。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 , 康熙词坛暂时地出现以词写心的现象 , 近人叶恭绰概括此时作品的特点

是: “家国文物之感 , 蕴发无端 , 哭啼非假。”11它们有的抒发了人们的故国哀思 , 有的反映了易代鼎革的惨痛

历史 , 这种创作倾向所折射出来的词学思想 , 自然成为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。

实践决定着思想观念 , 康熙初年的创作实际也影响着人们的选词标准。 如陈维崧谈自己编选 《今词苑》

的入选标准是 “存经存史” , 所谓 “存经存史” 是指所辑录的词有深远的寄托 , 反映出重大的社会内容 , 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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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作经书或史书来读解。 《今词苑》 收录的是康熙前 10年的作品 , 大都表现的是作者愤激不平之声或故国之

思 , 鲜明地印证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。此主张的理论内核是张扬词直抒性情的本体功能 , 意在扩大词的题材

范围 , 这也是当时选词者的共同看法。如吴本嵩 《今词苑序》云: “虽欢愉述景 , 妮好言情 , 终觉默默与愁相

会。……大抵诗贵和平浑厚 ,虽言愁之作古今不绝 ,而缠绵凄恻 ,如诉如慕 ,莫若诗余之言愁可以绘神绘声。”

那末 《今词苑》的标准也可以说是 “选愁” 了。纳兰性德也说过 “诗亡词乃兴 , 比兴此焉托。往往欢娱工 , 不

如忧患作。”12又毛际可为 《今词初集》 所作跋语 , 述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编纂此选的宗旨: “今梁汾、 容若两

君权衡是选 , 主于铲除浮艳 , 舒写性情。” 这 “舒写性情” 即是纳兰性德的入选标准 , 其具体涵义应该是指表

现忧苦愁思的情感内容 , 考察 《今词初集》 所录陈子龙、 吴伟业、 龚鼎孳、 曹溶、 李雯、 宋征舆之词也皆是

忧愁之声。周在浚有 《贺新郎》 词谈到他编纂 《古今词汇》 的宗旨 , 认为选词不应使创作源头涸端 , 要广泛

搜求前人好词 , 存大雅 , 去陈腐。同时 , 他又反对模仿前人 , 更反对以艳词为雅 , 而主张 “戛戛陈言之务去 ,

看谁能自把胸怀写”12 , 这便是他的入选标准。不过与他共辑 《词汇》 的卓回在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周在浚主张

入选的作品 ,使我们今天无法验证周在浚的标准是如何体现在词选里的14 ,但通过分析周在浚自己的创作 ,依

然可以把握到他的标准具体要求还是表现故国之思与生民之苦。

陈维崧、 周在浚、 纳兰性德选词以抒写性情为准的 , 反映了他们重视个性与强调独创的词学思想。明末

清初浮艳词风所以风行 , 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云间派复古思想的影响 , 如蒋平阶论词力持复古 , 主张学习五代

北宋 , 其弟子沈亿年甚至要求屏去宋调 , 只取晚唐五代之制。这显然不符合词之发展实际 , 故招致同时人的

批评和非议。曹禾 《珂雪词话》云: “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 , 论词宗北宋 , 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。夫离而得

合 , 乃为大家 , 若优孟衣冠 , 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 , 何用有我?” 陈维崧没有直接批评云间的言论 , 但在 《胡

二斋拟古乐府序》 中讲创作要力求独创 , 认为早期乐府如 《企喻》、 《读曲》 各不相袭 , 更无定制 , 后来者如

果去模仿前人之作 , 只能是 “幡绰只效颦之技 , 郭郎为借面之妆” , 他主张 “别裁伪体 , 直举天怀 ; 纬昔事以

今情 , 传新声于古意 ; 绝无依傍 , 略少抚摹。” 周在浚在论述性情的涵义时 , 指出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有不同

的性情 , 如 《鲁风》 与 《卫风》 所言情不同 , 卿大夫之作也不同于闾巷歌谣 , 陶谢扬镳 , 李杜分轨 , 也是因

为 “各随其性情之所在”。所以说: “古无无性情之诗词 , 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。若舍己之情性而

强从人 , 则今日 之学 , 所谓优孟衣冠 , 何情之有。”15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研习词学的引路人 , 也是 《今词

初集》 的选辑者之一。 他在 《十名家词序》 中谈到自己论词宗南唐二主 , 却更欣赏亦园 (候文灿 ) 《十名家

词》选词能 “不执己 , 不徇人 , 不强分时代”。又在 《与陈栩园书》中向纳兰性德转述了其师曹溶教导他的话 ,

要求纳兰性德 “不学步古人” 又能 “变而谋新” , 而自己亦以 “不落宋人圈礻贵” 来自勉 , 提倡自出机抒 , 追

求清新自然。 这些都表现出他力主独创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。 正因为有独创意识 , 虽然同是主张抒写性情 ,

但陈维崧与顾贞观、 纳兰性德在词风上迥乎不同 , 前者豪放雄奇 , 雄深苍稳 , 后者则哀感顽艳 , 婉丽凄清。

三、 中后期选词标榜醇厚雅正

以抒情为宗旨的选词标准 ,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尚处动荡状态的产物。到清朝统治地位日益巩固的康熙

中后期 , 它就越来越显示出其与时势的不适应性 , 而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标榜醇厚雅正的词学观念逐渐取

而代之 , 成为康熙中后期人们编辑词选的重要标准。自康熙二十年三藩乱平 , 两年后台湾回归 , 清代社会进

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, 清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心也相应地由军事转向经济、 文化、 政治领域。康熙

对文化领域的治理 , 是采取本末兼治的办法来实现的。首先 , 从根本上兴礼崇儒 , 提倡程朱理学 , 建立伦理

纲常。玄烨为此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筵大典 , 南巡时还特地过曲阜 , 谒孔庙 , 又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

抬出 , 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 , 以朱熹四书五经注释作为清代科举考试的依据。其次 , 借编纂图书来箝制

士人思想 , 将图书整理范围由经史方面扩展到诗文、 音韵、 性理、 天文、 历法、 数学、 地理及名物汇编等领

域 , 编纂出诸如 《佩文韵府》、 《渊鉴类出》、 《全唐诗》、 《古文渊鉴》、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 等经典著作。通过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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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的整理编纂工作 , 一方面让士人皓首穷经 , 不问世事 ; 另一方面对违背封建伦理有悖统治者意志的书籍予

以清除 , 达到统一言论的目的。康熙文化政策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提倡 “清真雅正” 的批评标准 , 以儒家的

诗教为旨归。 因此 , 避开现实内容 , 寻求古人法则 , 标榜醇厚雅正 , 成为编辑词选者的首选标准。

标榜醇雅的宗旨最初体现在朱彝尊与汪森共辑的 《词综》里。汪森在 《词综序》里回顾词的发展进程后 ,

认为西蜀、 南唐以后作者日盛 , 曲调愈多 , 流派因之而别 , 但 “言情者或失之俚 , 使事者或失之伉” , 只有到

南宋 “鄱阳姜夔出 , 句琢字炼 , 归于醇雅。” 朱彝尊还把这种标准的渊源追溯到宋代 , 认为宋人选词标准即在

雅 , 如曾忄造 《乐府雅词》、 鱼同阳居士 《复雅歌词》、 周密 《绝妙好词》 皆以雅为尚 , 说 “言情之作 , 易流于

秽 , 此宋人多以雅为目。”16宋人词选当然不全是尚雅的 , 朱彝尊只不过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词学观念 , 《词综》

便是他 “以雅为尚” 观念在选词方面的践履。《词综》 凡 36卷 , 收词 2200余首 , 作者 650余家 , 词作入选率

以姜夔为最高 , 在他看来 “填词最雅无过石帚”17 , 其次是周密、 吴文英、 张炎等以雅为尚的词人 , 而苏轼、

辛弃疾、 秦观、 柳永等著名词人入选量则较少 , 而且在选目上也是尽量收录 “字雕句琢、 归于醇雅” 的作品 ,

这正符合他提出的选词当 “务去陈言 , 归于正始” 的要求18。 后来 《词洁》 和 《御选历代诗余》 也是遵循这

样的入选标准。先著在 《词洁序》 里谈到词洁的涵义 , 说 “词洁云者 , 恐词之或即于淫鄙秽杂 , 而因以见宋

人之所为 , 固自有真耳。……悬古人以为之归 , 而不徒为抟土剪彩者之所为。” 他反对明末以来侧重于 “韵”

与 “艳” 的倾向 , 认为 “韵则近于佻薄 , 艳以流于亵 , 往而不返 , 其去吴骚市曲无几” , 只有宋人的词才符

合雅洁的标准 , 如 “美成之集自标清真 , 白石之词无一凡近” 即是明证19。 玄烨为 《历代诗余》 所撰序讲到

他向词臣们提出辑录词选的要求是 “辑其风华典丽 , 悉归于正者”。 又认为过去孔子编纂 《诗经》 的标准是

“思无邪” , 那末这部 《历代诗余》 所辑录的 “含英咀华 , 敲金戛玉者 , 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。”

朱彝尊标榜的醇雅 , 就是他在 《词综发凡》中所说的: “温雅芊丽 , 咀宫含商。” 他又在 《孟林彦词序》中

谈到醇雅的具体要求云: “去 《花庵》、 《草堂》 之陈言 , 不为所役 , 俾滓窳涤濯 , 以孤技自拔于流俗 , 绮靡矣

而不戾乎情 , 镂琢矣而不伤夫气。” 但通过分析朱彝尊的诗论 , 可以知道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

求 , 宣扬儒家的诗教传统 , 强调言情不轻佻 , 出辞不陈俗 , 思想醇正 , 不怨不怒 , 中正平和。如他评钱芳标

之诗云: “其辞雅以醇 , 其志廉以洁 , 其言情也绮丽而不轻佻 , 信夫情之挚 , 而一本乎自得者欤! ”20朱彝尊醇

雅说所蕴含的儒教思想 , 在康熙中后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。如宋荦即是将词与儒家的诗乐观相联系 , 认

为古之圣人悬 《六经》 以垂教 , 惜乎古乐没有流传下来 , 但蒋景祁所编 《瑶华集》 却能使人知乐 , 因为词作

为由古乐发展下来的文体形式 ,在宋代不但受帝王们的重视 ,而且也得到象胡致堂、朱晦庵这样大儒的首肯 ,

可见它是有裨于乐教 , 有助于感化人心的。 “而今日诸名家之词 , 可任其湮没弗传矣? 审音知乐必有取乎尔

也。”21玄烨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, 更是从礼教方面来看待词的社会功能。他认为诗余来源于诗 , 乃古

乐府之遗音 , 它权舆于唐李白、 刘禹锡 , 到宋经过周邦彦的制律 , 柳永的拓展 , “一时绮制 , 可谓称盛” , 虽

然体殊于乐府 , 但 “于古者依永和声之道间有合也” , “推此而沿流讨源 , 由词以溯诗 , 由诗以溯之乐 , 即箫

韶九成 ,其亦不外本人心以求自然之声也夫。”22玄烨着眼点是由词可上溯到诗到乐 ,亦即可与诗与乐相通 ,能

继响古代的诗乐 , “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”。到乾隆年间 , 浙派词人王昶将这种诗教说系统化 , 从词的音乐性

与思想性方面论证词乃 《三百篇》 之遗 , 并以此为依据来说明词继承了 《三百篇》 的雅正传统。

四、 坚持以艺术质量选词的原则

选词者选词除了选录符合其入选标准的作品外 ,还得考虑其词选能否反映词坛创作的实际风貌。如胡德

方序 《绝妙词选》称其 “博观约取 , 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 , 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。” 朱彝尊与汪森合编的

《词综》 是继承了宋人这个优良传统的 , 它不但重点选辑了南宋及历代雅词 , 而且也入选了唐宋以来大部分

名家名作 , 真正做到了 “搜罗既广 , 潜隐靡遗”23。但纳兰性德对此词选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, 说 “愚意以

为吾人选书 , 不必务博 , 专取精诣 , 杰出之彦 , 尽其所长 , 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。每选一家 , 虽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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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至十百无厌 , 其余诸家不妨黄茅白苇 , 概从芟雉。”24可见 , 他以精亦即艺术质量作为取舍词的原则 , 而反

对搜罗无遗的做法。纳兰性德曾与梁佩兰 (药亭 )商量合选宋词 , 意取北宋的周邦彦、 苏轼、 柳永、 秦观、 贺

铸 , 南宋的姜夔、 辛弃疾、 史达祖、 陆游、 吴文英、 王沂孙、 张炎等名家 , 其余各家则 “取其词之至妙者附

之”。惜乎这部词选未能完成 , 但通过所编 《今词初集》 选录情况来看 , 他重点选辑了陈子龙、 吴伟业、 龚鼎

孳、 曾溶、 王士祯、 陈维崧、 朱彝尊等名家的作品 , 从明清之际几百位词人里仅选取为数不多的几家 , 可见

出他是坚持了 “专取精诣” 的择录原则。 《瑶华集》 的编纂者蒋景祁也声明他的词选既不同于 《啸余谱》 “要

取备体” , 也不同于周 《词纬》 “网罗今古 , 分别源委 , 富至二千余叶” , “此集专于采词 , 词工者 , 一调累

至百十阕 ,而否则阙焉不收。”25当时著名词人陈维崧入选 148首 , 朱彝尊入选 111首 , 他如史惟圆、 曹溶、 曹

贞吉、 纳兰性德、 钱芳标、 吴绮、 邹祗谟、 曹尔堪等均入选数十首 , 大致体现了以 “工” 即艺术质量择录词

的原则。 宋荦评价此词选云: “淘汰之精核 , 搜采之奥博 , 文人才士 , 镂肾钅术肺之所为 , 盖靡不具焉。”25

当时词坛选词之风颇盛 , 然而不是任何人能贯彻以艺术质量择词的原则 , 有的人是借选词来沽名钓誉 ,

败坏了选坛的风气。王日卓 《与友论选词书》将当时选坛的不良风气分为四种 , 分别对它们的弊端作了精辟的

分析: (一 ) 以习好选词 , 即 “习周、 柳者 , 尽黜苏、 辛 , 好苏、 辛者 , 尽黜周、 柳。” 王日卓认为这有违宋词

创作实际 , 也不符合宋人选词的实际情况 , 况且苏、 辛也有便娟之调 , 周、 柳也有豪宕之音 , 选词切不可执

一以概有 , 正如奏乐必八音竞奏然后可以悦耳 , 调羹必五味咸调然后可以适口。 (二 ) 以交情深浅选词。 “若

夫交深者 , 词虽不工 , 亦选至什至百 ; 交不深者 , 词虽工亦不过二三。爱者存亡 , 憎者删之。” (三 ) 以刻资

厚薄选词。 “有资者 , 词固不工 , 亦可不论交 , 必列如数 ; 无资者 , 交且不论 , 又何暇论词 , 必弃如遗。往往

以刻资之厚薄为选之多寡 , 亦时有以酒席之丰俭为词之去留。” (四 )以选词取悦贵人。 “有名登仕版 , 毋论素

不工词 , 并不知词为何物 , 亦必多方伪作 , 以存其名 ; 若韦布之士 , 毋论词所素工 , 且有全稿 , 或有刻本 , 必

相让议曰: 是非香奁语也? 是为应酬作也? 概置不录。” 王日卓分析这类选词者的心态 , 无非是想取悦于贵人 ,

然贵人喜好却不在此 , 自然也不在乎刻名的多少 , 同时又使韦布之士对之怨恨入骨 , 最终是双方都未能尽心

如意。在批评几种不良习气后 , 王日卓提出自己选词的主张 , 要求操选政者 “毋以己意横于胸中 , 第就本集孰

佳孰尤佳 , 细如论定 , 则便娟者无失其为便娟 , 豪宕者无失其为豪宕 , 合苏、 辛、 周、 柳于一堂。” 这样的选

录原则也是当时优秀词选的经验总结 , 对当时选坛有指导意义 , 对今天操选政者来说仍是精当的论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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